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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及机制分析
———基于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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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耕地撂荒是农业生产中存在的一种土地利用变化现象,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

测调查数据,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考察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外

出务工能够缓解耕地撂荒的发生,在利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社

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结

果显示,在高收入组中,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缓解作用更大;但随着外出务工距离的增加,作用于

耕地撂荒的缓解效应将会逐步减弱。为此,政府部门可通过有序引导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深化外出务工

人员社会资本积累来缓解耕地撂荒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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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耕地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在确保粮食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上发挥着重要的战略

作用。近年来,世界各国对于耕地利用程度明显不足,全球化撂荒趋势显著增长[1]。国家基础地

理信息中心课题组研究显示,2017年全国95%的县级行政单元存在耕地撂荒现象。其中,撂荒

率超过10%的县级行政单元占全国总数的30.23%[2]。作为粮食生产的重要载体,耕地利用方式

的变化直接决定了粮食生产能力,面对当前紧张的贸易摩擦以及疫情冲击等诸多风险因素影响,
如何稳固国家十八亿亩耕地保护红线避免耕地资源浪费,满足粮食安全的民生诉求,已成为中国

土地可持续利用管理中的紧迫问题。
耕地撂荒的发生实质上是耕地利用净收益边际化的过程,现有研究更多是依据“新迁移经济

学”(NELM)框架进行分析,认为农村地区劳动力转移是引致耕地撂荒的主要原因[3-4]。不可否

认,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所造成的有效劳动力短缺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是一种负面影响,但外出务

工提高了农户家庭收入,进一步刺激了农户从事农业生产性投资、社会资本投资以及农业要素投

入,缓解了农户生产所面临的“流动性约束”,因而一些非农劳动力占比较高的农户家庭,更少发

生耕地撂荒[5]。另有研究指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与耕地撂荒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两者之间

还存在倒U型关系[6-7],由此可见,外出务工是否必然导致耕地撂荒问题,学界仍然存在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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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但是耕地撂荒对于国家粮食安全以及经济发展的弊端不容小觑,即便政府部门推行了一

系列的制度措施激活土地市场属性,无论是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还是农地确权,都在一定程

度上推动了土地流转。然而,制度改革更多表现为一种慢变量,缓解耕地撂荒作用有限。相反,
土地承包权的固化客观上还拔高了交易成本,限制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增加了耕地撂荒的可

能;加之农村地区要素市场发育滞后,难以充分适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绝大多数农户会选择具

有熟人关系的乡邻达成“口头流转协议”,可见,社会资本对于正式制度的有效替代在农户生产经

营活动中发挥着重要功能[8]。尤其是外出农户家庭,受到人情、面子、与土地情怀的影响,更倾向

于利用社会资本避免自家耕地撂荒[9]。而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是人与人长期交往中

形成的,我国又是一个高度重视人情化的社会,随着农户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根植于传统乡土文

化的社会资本在吸纳了一系列城市新鲜元素后,逐渐形成了由血缘、乡缘、友缘相互交织,以及功

能结构具有现代社会性质的新网络,这种社会资本的拓展与延伸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外出农户家

庭资源配置方式[10]。然而,现有研究在探讨劳动力外出务工与耕地撂荒之间的影响时,鲜有研

究从社会资本视角探讨可能存在的作用关系,且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外出务工所带来的社会资

本拓展效应。因此,本文以社会资本视角为切入点,实证检验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

影响关系。

二、研究假说

(一)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

外出务工是农户家庭基于内部成员比较优势进行的劳动分工配置,以获取最大收益或是降

低家庭风险为导向。相比那些留守本地的农户而言,外出务工农户将会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这
些收入不仅可用于改善自身和其他家庭成员的生活质量,更有助于农户家庭在农业生产和非农

项目上进行更具收益性的投资活动[11]。部分学者关注到,即便劳动力存在长期性的外出“离
农”,当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收入被汇款用作农业生产投资时,也会对家庭农业生产产生积极作

用[12]。通常具有较高收入水平的农户更愿意参与耕地生产设施建设,而低收入农户支付意愿则

相对较弱[13],故外出务工农户在提升家庭收入的同时,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耕地生产条件。此

外,农户家庭中存在较多非农就业成员时,耕地流转的意愿愈发强烈,但农户之间信息互动通常

受信息流动所驱动,受制于不同地区村庄资源禀赋以及经济环境的影响,耕地重要信息溢出以及

相关知识的传播较难在相对闭塞的乡村范围内发挥作用,当农户外出务工后,能够从就业伙伴或

相关组织那里得到更精确的信息来源降低信息搜集成本,通过土地乡邻间转出或是跨村流转等

方式,能够有效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效率[14]。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1。

H1: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可以缓解耕地撂荒的发生。
(二)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社会资本与耕地撂荒

布迪厄(PierreBourdieu)认为社会资本就是“实质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是对

某些关系网络持久性的占有[15]。一般而言,在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后,基于乡俗惯性的保留需

要,会促使其更积极地加入流入地诸如老乡会这类社会组织。这种跨地域的社会网络组织主要

是以乡籍为纽带,以个体参与某些团体获得身份归属为基础,通过非市场化方式克服城市生活中

的信息传递瓶颈和资源获取障碍,降低了乡城迁移中的外部风险,对于外出群体在流入地的主观

生活质量也将产生积极作用[16-17]。考虑到社会资本一般又是嵌入在集体层面的社会网络中,当
外出务工农户加入此类社会组织后,可由其利用的社会资源也更为丰富。例如,相比于未加入此

类组织的外出务工群体,拥有“职业网”和“饭局网”这类社会资本的外出务工人员有着更为丰厚

的收入和宽泛的信息来源[18]。由此可见,对于外出务工农户而言,出于收入提升或是资源汲取

都会促使其拓宽自身社会网络形成社会资本积累,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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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可以促进社会资本积累。
中国农村社会是一个非常强调“关系网络”的社会综合体,尤其是在人情关系、宗族纽带相互

交织的复杂环境下,社会资本对于正式制度发展落后地区的经济活动产生着重要替代作用。在

涉及土地流转问题时,社会资本这种非正式制度不仅能够降低流转成本促进土地的有效流转,还
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农户权益[19]。主要是,社会资本能以信息共享方式克服流转市场中的信息

不对称问题,例如,农户家庭成员有任职地方干部时,流转土地的概率会更高[20]。一般而言,这
种具有较高社会资本的农户家庭,其关系网络、人脉资源相对广泛,能在耕地流转交易过程中具

备更高的议价能力[21]。因此,当农户外出务工后,更优质的社会网络有助于农户获得更多的要

素资源,增强参与土地流转的意愿。但随着迁移范围的扩大,农户外出务工成本和迁移风险随之

增加,可利用的社会资本存量也会受到一定影响[22]。由此来看,社会资本的实质就是个人能够

从社会联系中所能获得资源的能力,当外出农户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本后,所带来的收入提升与信

息溢出效应能够优化家庭资源配置能力,减少耕地撂荒行为的发生。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

说3和假说4。

H3:社会资本可以缓解耕地撂荒的发生。

H4:社会资本在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

三、数据来源与模型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hinaMigrantsDynamicSurvey,简
称CMDS)。这一全国性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由国家卫健委组织实施完成,该调查覆盖了

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

监测调查(CMDS)数据抽样调查样本量为169989个,其中农业户籍样本量为132555个。由于

本文关注的是在老家仍保留有承包地且存在外出务工行为的农户家庭,首先从农业户籍样本中

开展筛选,被访者回答户籍地老家有承包地的样本量为75392个,在此基础上删减了身份信息

有误、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了75381个基准家庭样本。
(二)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耕地是否撂荒”,CMDS2017问卷向被访者询问两个

问题:第一,“您户籍地老家是否有承包地?”被访者在是、否、不清楚三个选项中选择。若被访者

回答“是”,接着进行问卷询问“您家承包地谁在耕种?”被访者回答的选项包括自己/家人耕种、雇
人代耕种、亲朋耕种、转租给私人、转租给村集体、转租给企业、撂荒、种树、其他等9项目内容进

行单选。因此,本文将耕地撂荒赋值为1,对于其他形式例如自己、家人及亲朋耕种、转租给私

人、村集体和企业等情况则赋值为0。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基于CMDS2017问卷向被访者询问“您本次流动

的原因是什么?”,被访者在务工/工作、经商、家属随迁、照顾自家老人、照顾自家小孩、婚姻嫁娶、
拆迁搬家、投靠亲友、学习培训、参军、出生、异地养老、其他等11项内容中进行单选;将务工/工

作赋值为1,其余家属随迁、照顾家人、投靠亲友等选项赋值为0。同时,以被访者家庭为单位,是
否至少有1人满足上述条件作为筛选依据。此外,为确保变量准确、有效性,基于上述选择中务

工人群再次进行问卷匹配。根据CMDS2017问卷询问内容“您现在的主要职业”匹配出当前仍

在从事上述活动的人员,作为最终核心解释变量。

3.中介变量 如何定义和测度社会资本一直是学术界相关研究的重点。社会资本作为一

种非正式制度,是建立在以市场为基础的交换和分配体系上,赋予相互间补充替代关系。权威学

者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网络、信任、规范三个维度进行研究,即社会网络决定了关系的范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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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和规范决定了关系的强弱程度[23]。已有研究在考察外出务工劳动力的社会资本时,将其划分

为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即进城前在乡土社会形成的“原始社会资本”和进城后建立的“新型社会

资本”[24],后续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诸如“整合型”“跨越型”“黏连型”“桥接型”社会资本的改进,
将亲缘、人缘、地缘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互动也归纳为社会资本[25]。

为测度社会资本的整体情况,本文在基于社会网络、信任、规范三个维度上进行调整,借鉴学

者研究印度农田灌溉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26],从冲突水平、当地人际关系、公共会议参与、地
区信任度四个维度进行社会资本的衡量,并赋予每个维度1/4的权重,构建调整后符合农业生产

的社会资本测度指标。因此,本文根据CMDS2017问卷调查内容选择“2016年以来您是否主动

参与捐款、无偿献血、志愿者活动等”“2016年以来您在本地是否参加过老乡会的活动”“2016年

以来您在本地是否参加过家乡商会的活动”“2016年以来您是否参与党/团组织活动,参与党支

部会议”“2016年以来您是否给所在单位/社区/村提建议或监督单位/社区/村务管理”,作为相

应的测量指标。考虑到部分外出务工劳动力参与社会组织存在多项选择,或是仅参与了某种单

独活动的情况。因此,将参与商会和老乡会合并作为衡量当地人际关系的指标。本文所使用的

社会资本的维度、定义、赋值规则与权重详情见表1。
表1 社会资本的维度、定义、赋值规则与权重

社会资本维度 定义 赋值规则 权重

冲突水平 邻里关系中,是否与周围人群和谐相处

当地人际关系 家庭成员是否加入相关社会组织a

公共会议参与 家庭成员是否参与公共会议

地区信任度 是否积极配合所在地区履行监督管理责任义务

没有参与=0;

偶尔参与=1;

有时参与=2;

经常参与=3;

1/4

1/4

1/4

1/4

  注:a对于样本数据中同时参与老乡会和商会的农户赋值为3,考虑到外出务工劳动力多为从事劳务工作自主经商较少,对于只

参加老乡会农户赋值为2,只参加商会农户赋值为1,都不参加则赋值为0

4.控制变量 本文主要控制变量包括外出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流入地特征、流出地特

征。外出农户个人特征方面的变量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收入、流动时间和流

动范围,外出农户家庭特征方面的变量主要包括同住家庭人员数、婚姻状况,流出地特征方面的变

量主要包括老家是否有宅基地、村集体是否有分红、是否参加农村医疗保险、是否参加城乡医疗保险,
流入地特征方面的变量主要包括是否有城市有效证件、是否参加城市医疗保险、外出流动时间。

地形起伏度。虽然本文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流出地

特征的控制变量,但仍可能遗漏一些关键变量。通常,耕地受制于地形条件,尤其山区地区存在

多种不利于耕地生产的条件,耕地撂荒的可能性更高[27]。本文进一步控制与耕地撂荒相关的地

形起伏度作为控制变量,地形起伏度是指在一个特定区域内,平均海拔高度水平面上的地形起伏

程度。借鉴已有研究方法[28],计算出全国县域地形起伏度,并与全国样本中外出务工劳动力的

户籍地进行匹配。计算公式为:

RDLSi=
ALTi

1000+ RALTi×
1-P(A)i
500×Ai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1)

式中:RDLSi 为地形起伏度;ALTi 为县域内的平均海拔,单位米;RALTi 为县域内的平均

高差,单位米;P(A)i 为县域内的平地面积,单位公里;Ai 为县域总面积,单位平方公里。研究以

地貌类型中海拔高度500米作为基准山体高度,计算结果中地形起伏度数值为1的几倍则表明

地形起伏度为几个基准山体高度。变量的具体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5.工具变量 当前在研究劳动力迁移影响土地流转或是农业生产行为时,多以家庭迁移人

数、转移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合同签订、社区或村级迁移网络等作为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

题[29]。考虑到以上工具变量部分已经作为本文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中,另有变量数据缺失,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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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CMDS2017问卷中“在您首次外出前,父母是否有过外出务工经历”作为外出务工的工具变

量。父母长期外出务工不仅会对留守子女的身心发育造成影响,还会对其学业造成严重的负面

效应,甚者发展到辍学的地步[30]。父母外出务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家庭经济收益,在增加支

付能力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子女外出务工的意愿。由此来看,被访者第一次务工前,父
母是否具有外出务工行为与自身是否外出务工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
再者,农户耕地是否撂荒是家庭内部分工的决策结果,并不会直接受到父母曾经外出务工的影

响。因此,该变量符合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和相关性两个条件。
表2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平均值 标准差

耕地撂荒 被访者老家a 承包地是否撂荒:是=1,否=0 0.0685 0.2526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 离开户籍地是否为外出务工:是=1,否=0 0.8676 0.3389

社会资本
外出务工劳动力在冲突水平、当地人际关系、公共会议参与、
地区信任度4个方面的赋权均值结果 0.2869 0.3755

年龄 被访者年龄(岁) 41.8308 10.8173
性别 被访者性别:男=1,女=0 0.5719 0.4948

受教育程度
被访者学历:大专及以上=4,高中=3,初中=2,小学=1,未
上学=0 2.1725 0.8804

群团组织 被访者属于群团组织:党员=1,团员=2,均不是=3 2.8789 0.4194
婚姻状况 被访者是否未婚:是=1,否=0 0.8498 0.3573
耕地面积 老家承包耕地面积(亩) 2.1236 7.2481
地形起伏度 县域内平均海拔高度水平面上的地形起伏程度(米) 0.6586 0.8186
家庭规模 被访者同住家庭成员数(个) 3.3172 1.1795
收入水平 被访者家庭人均收入(万元) 0.6812 0.5046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被访者是否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是=1,否=0 0.7776 0.4159
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 被访者是否参加了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是=1,否=0 0.0383 0.1920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被访者是否参加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是=1,否=0 0.0307 0.1725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被访者是否参加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是=1,否=0 0.1531 0.3601
老家是否有宅基地 被访者老家是否有宅基地:是=1,否=0 0.8491 0.3580
村集体分红 被访者是否有老家村里分配的集体分红:是=1,否=0 0.0285 0.1664
外出流动时间 被访者外出流动时间(年) 12.0576 7.9193
流动范围 被访者流动范围:市内跨县=1,省内跨市=2跨省=3 2.2869 0.7738
自评健康 “您的健康状况如何?”健康=1,不健康=0 0.9677 0.1767
城市有效证件 “您是否办理了暂住证/居住证?”是=1,否=0 0.7195 0.6185
个人社会保障卡 “您是否办理了个人社会保障卡?”是=1.否=0 0.4553 0.4980

父母曾经外出务工
被访者第一次外出务工前,父母是否具有外出务工行为:
是=1,否=0 0.2136 0.4098

  注:问卷中涉及的被访者老家均是指户籍所在地

(三)计量模型设定

1.基准模型 根据数据描述统计分析,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耕地是否撂荒”,此类变

量为典型的二元变量,适合采用二元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本文重点研究农村劳动力外出

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设定基准模型表达式为:

ACLi=α0+βMWi+δcontrolsi+εi,ACLi=
1,ACLi>0
0,otherwise{ (2)

式(2)中:ACLi 表示第i个农户家庭的耕地撂荒行为;MWi 表示农户家庭成员外出务工;

controlsi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外出务工劳动力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流入地特征、流出地特

征以及区域情况等;α0 表示常数项。

2.机制分析 依据前文所述,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通过影响农户社会资本来进一步影响耕

地撂荒行为。本文参考国外学者研究方法[31],建立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ACLi=α0+α1MWi+∑N
N=1αXi+μi (3)

Sociali=β0+β1MWi+∑N
N=1βXi+νi (4)

ACLi=γ0+γ1MWi+∑N
N=1γXi+τi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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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于模型中变量说明。α、β、γ表示待估参数,μit、νit、τit表示随机扰动项。主要变量指

标中因变量ACLi为耕地撂荒:自变量MWi表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Sociali代表社会资本;其
余控制变量统一用Xi表示,并与前文章节中控制变量内容一致。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模型

表3反映了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其中,回归1是使用LPM模型估计得到的结果,回归2是

使用Probit估计得到的结果,回归3是使用Probit模型估计得到的平均边际效应。回归1中

LPM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变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家庭耕地撂荒将会降低

0.0191。由回归2中Probit模型估计结果可知,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将会降低耕地撂荒概率13.
35%,且在1%水平上显著。此外,回归3中的Probit模型估计结果中外出务工变量的平均边际

效应为-0.0169,同样说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将有助于缓解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发生,这与

LPM模型的估计结果相一致。可以看出,在选用两种估计模型得出的结果均反映出相似的结

果,这也再次验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控制变量对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方向与预期基本一致。值得关注的是,外出务工农户

家庭中,其耕地撂荒行为与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呈负相关关系,即外出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农
户家庭发生耕地撂荒的可能性更低。已有研究指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更有能力获得与管

理农业活动有关的信息和知识,这些信息和知识以技术替代劳动的方式提高了农业生产效

率[32]。相比而言,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的劳动力外出务工后,较强的学习能力更容易接受新的

知识信息以及技术采纳,因此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外出劳动力其使用技术替代可能性更高,将会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耕地撂荒,也进一步从侧面验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3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回归1(LPM)

系数 标准误

回归2(Probit)
系数 标准误

回归3(Probit)
边际效应 标准误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 -0.0191*** 0.0032 -0.1335*** 0.0210 -0.0169*** 0.0027
年龄 0.0003*** 0.0001 0.0021** 0.0008 0.0003** 0.0001
性别 -0.0005 0.0020 -0.0036 0.0149 -0.0005 0.0020

受教育程度 -0.0097*** 0.0013 -0.0746*** 0.0155 -0.0095*** 0.0013
党员 -0.0058** 0.0023 -0.0450** 0.0102 -0.0057*** 0.0022

婚姻状况 -0.0270*** 0.0033 -0.1886*** 0.0233 -0.0239*** 0.0030
耕地面积 -0.0002** 0.0001 -0.0043** 0.0021 -0.0005** 0.0003

地形起伏度 0.0324*** 0.0012 0.2161*** 0.0068 0.0274*** 0.0009
家庭规模 0.0093*** 0.0010 0.0633*** 0.0067 0.0080*** 0.0008
收入水平 0.0005 0.0019 0.0071 0.0148 0.0009 0.0019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0.0136*** 0.0031 -0.1018*** 0.0242 -0.0129*** 0.0030
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 0.0287*** 0.0065 0.1619*** 0.0392 0.0206*** 0.0050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0.0073 0.0062 -0.0523 0.0449 -0.0066 0.0057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0.0098*** 0.0034 -0.0717** 0.0282 -0.0091** 0.0035
老家是否有宅基地 -0.0037*** 0.0027 -0.0163*** 0.0201 -0.0021 0.0025

村集体分红 0.0097* 0.0059 0.0611 0.0407 0.0078 0.0052
外出流动时间 0.0008*** 0.0001 0.0069*** 0.0010 0.0009*** 0.0001

流动范围 0.0041*** 0.0012 0.0307*** 0.0097 0.0039*** 0.0012
自评健康 -0.0430*** 0.0069 -0.2387*** 0.0354 -0.0303*** 0.0045

城市有效证件 -0.0063*** 0.0016 -0.0491*** 0.0126 -0.0062*** 0.0016
个人社会保障卡 0.0148*** 0.0021 0.1096*** 0.0158 0.0139*** 0.0020

常数项 0.1152*** 0.0127 -1.2403*** 0.0901
Wald卡方值 1723.70

观测值 75381 75381 75381
PseudoR2 0.0392

  注:①表中回归3报告的为边际效应,而非系数;②省份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略,回归结果为稳健标准误;③***、**和*分

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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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生性问题的解决

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考虑到二值选择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误,
本文选择使用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问题处理,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农村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工具变量法

变量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第一阶段) 耕地撂荒(第二阶段)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 -2.9402***
(0.3167)

父母曾经外出务工 -0.0653***
(0.003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5766*** 0.2138
(0.0152) (0.1914)

观测值 75381 75381
Wald检验值 0.0002

  注:①表中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②省份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略;③***、**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第一阶段模型以家庭是否有劳动力外出务工作为被解释变量,第二阶段模型以耕地是否撂

荒为被解释变量。IV-Probit的估计结果显示,对外生性原假设的 Wald检验其p值为0.0001,
故可以在1%的水平上认为劳动力外出务工为内生变量。从第一阶段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变量父母曾经外出务工和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这一内生变量高度相关,且第一阶段模型估计的

LR检验拒绝了零假设,基本排除了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第二阶段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有劳

动力外出务工会显著减缓耕地撂荒的发生,其外生性原假设 Wald检验结果中p值为0.0002,故
可在1%水平上将其作为内生变量。与前文基础回归结果相比,使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

题后,外出务工变量回归系数有明显的提高且估计系数方向一致。由此说明,若忽视内生性问

题,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将会被低估。

  (三)稳健性检验

1.估计偏误的测算 本文通过借鉴已有研究所选取的控制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估计

偏误,对于可能存在的一些不可测量变量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误,本文利用可观测变量计算不可

观测变量造成估计偏误的可能性,主要做法分为三步[33]。首先,建立两组回归,一组是不加入控

制变量或只加入少数(“老家是否拥有宅基地”“村集体是否分红”)受约束控制变量的回归,另一

组是加入全部控制变量的回归,然后分别计算两组回归中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βR 和βF(R 代表

包含部分控制变量组,F 代表包含全部控制变量组)。其次,计算统计量 F 值,计算公式为:

F=|βF/(βR-βF)|。最后,根据F 值是否大于1来判断稳健性,若F 值大于1,则结果稳健。F
值越大,说明不可观测因素对目前的估计结果造成的偏误越小。具体分析F 值的构成不难发

现,|βR-βF|越小,受约束控制组和全控制变量组的系数越相近,说明已知的控制变量对估计结果

的影响越小,若要改变目前的基本结论则需要加入更多的控制变量;而βF 越大,表示那些可能需

要控制的未知变量的影响效力要越大才能够影响到现有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依据上述原理,本
文计算了F 值,并展示于表5中。

表5 稳健性检验1:潜在估计偏误的测算及排除

受约束控制组 全控制变量组 对应的F 值

情形一 不加控制变量
加入表2中全部控制变量,不包含地形
起伏度 2.01

情形二 不加控制变量 加入表2中全部控制变量 2.03

情形三
加入“老家是否拥有宅基地”“村集体是
否分红”

加入表2中全部控制变量,不包含地形
起伏度 2.16

情形四
加入“老家是否拥有宅基地”“村集体是
否分红” 加入表2中全部控制变量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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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耕地撂荒这一被解释变量,分别分为两个包含受约束控制变量组和两个包含全部控制

变量组的回归。由表可知,上述四种情形之下的F值介于2.01和2.24之间,平均值为2.11,所有

F值均大于1。也就是说,如果要提升表3中回归2(Probit)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那么未知的

或者无法观测的变量的数量至少需要达到目前所有控制变量数量的2.01倍,但这样的可能性较

小。因此本文认为目前估计结果是高度稳健的。

2.子样本回归考虑到基准回归所使用的数据为全国范围的样本数据,而耕地撂荒多是发生

在我国山区丘陵地带,有可能对估计结果造成偏误。根据世界保护监测中心(UNEP-WCMC)关
于山区的定义,即县域范围内局部高差大于300米的区域,从全国范围的样本数据中根据户籍地

地形起伏度提取出县域样本59175个农户,使用Probit模型和LPM模型对模型进行估计,表6
中估计结果同基准回归一致。此外,模型(6)中还将家庭中外出务工人数/劳动力人数占比作为

核心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估计结果仍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表6 稳健性检验2:子样本回归

变量
(1) (2) (3) (4) (5) (6)

LPM LPM Probit Probit Probit Probit
农村劳动力
外出务工

-0.0349*** -0.0240*** -0.2098*** -0.1491*** -0.0218*** -0.0553**

(0.0037) (0.0039) (0.0203) (0.0223) (0.0032) (0.0242)

地形起伏度
0.0250***

(0.0013)
0.1566*** 0.0228*** 0.1614***

(0.0073) (0.0010) (0.0085)
控制变量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1113*** 0.1422*** -1.2197*** -1.0781***

(0.0035) (0.0144) (0.0186) (0.0959)
-0.9276***

(0.0944)
观测值 59175 59175 59175 59175 59175 59175
R2 0.0019 0.0177

PseudoR2 0.0031 0.0294 0.0252

  注:①列(1)~(2)为LPM模型估计结果,列(3)~(6)为Probit模型估计结果,式(5)为平均边际效应,式(6)为替换解释变量后

的估计结果;②***、**、*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③省份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略,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3.倾向得分匹配。为了解决样本的自选择问题,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再次估计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为此,将存在外出务工的农户家庭设定为实验组,没有

该类活动经历的农户设定为控制组。通过运用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和马氏匹配法这四种

匹配方法之后得到的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可以得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能够

明显的缓解耕地撂荒的发生,由此进一步验证了本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具体数据结果呈现于表7。
表7 稳健性检验3:倾向得分匹配的估计

变量 匹配方法 处理组 控制组 ATT T值

农村劳动力

外出务工

最近邻匹配 0.0646 0.0845 -0.0190*** -3.25

半径匹配 0.0645 0.0888 -0.0243*** -4.77

核匹配 0.0646 0.0902 -0.0256*** -5.60

马氏匹配 0.0647 0.0805 -0.0160** -2.07

五、进一步讨论

(一)影响机制分析

在前文的分析中,不论是基准回归模型回归结果还是进行内生性问题检验后的结果表明,农
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显著缓解了耕地撂荒的发生。因此,本文在此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并进

行机制分析,具体研究劳动力外出务工过程中影响耕地撂荒的原因所在。首先,采用逐步法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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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效应模型[34],并以三个步骤进行结果检验。第一,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进行回

归,如果系数结果显著为负,便说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能够缓解耕地撂荒;第二,将农村劳动力

外出务工对社会资本进行回归,如果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将会提升社会

资本积累。第三步,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和社会资本变量同时加入模型中进行回归,如果农村

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则说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通过中介变量的

作用来影响耕地撂荒。

因此,本文使用Probit模型对(1)~(3)列进行估计,结果如表8所示。作为参照,列(4)~(6)还

列出了采用LPM模型对(1)~(3)列进行估计的结果。从列(1)的结果可知,农村劳动力外出务

工显著降低了耕地撂荒行为的发生,即验证了本文的假说 H1,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将会缓解耕

地撂荒。列(2)给出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社会资本影响的回归结果,与本文预期结果一致,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社会资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验证了本文的假说 H2。列(3)的

结果显示,在控制社会资本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显著且估计系数为负。这表明在其他

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能够缓解家庭耕地撂荒的发生概率,该结果再次验证了

本文假说 H1。此外,社会资本每提升一个百分点,耕地撂荒的概率将会降低10.42个百分点。

此结果也验证了前文的假说 H3,即社会资本可以缓解家庭耕地撂荒的发生。

结合列(1)~(6)的结果可知,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和社会资本均可以缓解家庭耕地撂荒,且

劳动力外出务工可以促进其社会资本积累,由此可验证假说 H1-H3均成立。可以推断出,社会

资本在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即验证了假说 H4。在选择偏差

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进一步对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后,计算出中介效应占总效

应的比重为0.107。
表8 影响机制分析:中介效应的估计结果

变量
Probit回归模型

(1) (2) (3)
LPM回归模型

(4) (5) (6)
农村劳动力

外出务工

-0.1335*** 0.1383*** -0.1299*** -0.0191*** 0.0374*** -0.0185***

(0.0210) (0.0149) (0.0210) (0.0032) (0.0038) (0.0032)

社会资本
-0.1042***

(0.0208)
-0.0132***

(0.002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2403*** -0.4253*** -1.2097*** 0.1152*** 0.3035*** 0.1192***

(0.0901) (0.0619) (0.0902) (0.0127) (0.0188) (0.0127)
R2 0.0216 0.0990 0.0220

PseudoR2 0.0392 0.0549 0.0399
观测值 75381 75381 75381 75381 75381 75381

  注:①列(1)、(3)、(4)、(6)的被解释变量为耕地撂荒,列(2)和列(5)的被解释变量为社会资本;②***、**、*分别表示1%、

5%和10%的显著性水平;③省份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略,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二)异质性分析

1.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社会资本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

为了考察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社会资本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农户间的差异,本文

根据样本中农户家庭人均月收入的中位数(6000元),将大于或等于该月收入的家庭划入高收入组,

小于该月收入的为低收入组,对(1)~(6)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

表9中式(1)~(6)分别给出了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的模型估计结果。从列(1)和列(4)的结果可

知,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由此可得,无论是对于收入较高的农户家

庭还是收入较低的农户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都可以缓解耕地撂荒的发生。列(2)和列(5)的结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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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在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村劳

动力外出务工促进了农户社会资本积累。从列(3)和列(6)的结果来看,在控制社会资本后,劳动力外

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在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均存在。低收入组中,社会资本在1%水平上显著,

且系数为负;同样,在高收入组中社会资本系数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由以上结果可以得出,在

控制社会资本的影响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在不同收入组间存在差异。其中,高收入

组中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程度大于低收入组(0.1316>0.1057),社会资本对耕地撂荒的

影响在不同收入组间存在显著差异(0.1388>0.0631)。
表9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社会资本对不同收入水平的耕地撂荒的影响

变量
低收入组

(1) (2) (3)
高收入组

(4) (5) (6)
农村劳动力

外出务工

-0.1089*** 0.1498*** -0.1057*** -0.1349*** 0.1219*** -0.1316***

(0.0356) (0.0248) (0.0357) (0.0261) (0.0187) (0.0287)

社会资本
-0.0631*

(0.0304)
-0.1388***

(0.0288)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1596*** -0.2560*** -1.1392*** -1.2246*** -0.4323*** -1.1851***

(0.1615) (0.1104) (0.1618) (0.1169) (0.0796) (0.1170)
PseudoR2 0.0322 0.0502 0.0325 0.0477 0.0487 0.0488
Wald卡方值 573.33 2015.78 574.41 1212.39 2855.82 1235.98
观测值 30570 30570 30570 44811 44811 44811
经验p 值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 -0.0048
社会资本 0.0111**

  注:①列(1)、(3)、(4)、(6)的被解释变量为耕地撂荒,列(2)和列(5)的被解释变量为社会资本;②***、**、*分别表示1%、

5%和10%的显著性水平;③省份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略,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但严格从统计意义上看,上述影响的异质性是否真实存在仍需进一步统计检验。本文选取

Chow检验进行组间异质性识别。虽然Chow检验的假定条件较为严格,即只允许变量农村劳动

力外出务工的系数在两组之间存在差异,而对于控制变量的系数则是假设不随组别发生变化。

为缓解这一问题,本文通过引入更多的交互项来放松这一假设条件,并加入稳健标准误选项。检

验结果表明,在没有控制社会资本的影响时,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在不同收入

组间并无显著差异;但社会资本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在不同收入组间存在显著差异。通过比较系

数绝对值的大小,可以得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在不同收入组间存在差异的

结论;而社会资本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在不同收入组间的差异性并不能直观的通过系数绝对值大

小进行衡量,但也从侧面说明了对于不同收入的外出务工劳动力而言,其掌握的社会资本是存在

差异性的。

2.按流动范围分组。

本文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总样本按照流动范围划分为跨省流动与省内流动进行分类考察,并

在总样本中引入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与流动范围的交互项进行异质性问题识别。回归结果如表10
的中(1)~(3)列所示,相比于省内流动劳动力,跨省流动劳动力对耕地撂荒的缓解程度更小。此外,

交互项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且在5%水平上显著。这表明,随着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距离增加,对于

耕地撂荒的缓解作用逐步减弱。究其原因,对于外出农户而言,外出劳动力能在邻近的县乡较为容易

的运用社会资本解决问题,然而在外省,由于语言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更难融入当地社会,所承受

的外出务工成本更高,较难形成高效的社会资本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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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不同流动范围的耕地撂荒的影响

变量
省内流动务工 跨省流动务工 总样本

(1) (2) (3)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 -0.1671*** -0.0810** -0.2431***
(0.0270) (0.0334) (0.0559)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
流动范围

0.0509**
(0.0248)

流动范围
-0.0116
(0.022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2404*** -1.1772*** -1.1491***
(0.1206) (0.1301) (0.0995)

Wald卡方值 996.43 813.21 1725.71
PseudoR2 0.0460 0.0388 0.0393

观测值 38895 36486 75381

  注:①***、**、*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②省份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略,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六、结论和启示

本文基于2017年的CMDS数据,采用LPM模型和Probit模型分析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

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并探讨了社会资本在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中的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能够缓解耕地撂荒的发生,通过引入工具变量法缓解

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第二,基于逐步法的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在农村

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之间起到中介效应作用。第三,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耕地

撂荒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比之下,高收入组劳动力外出务工更有助于缓解耕地撂荒;但随着外

出务工的距离的增加,劳动力外出务工对于耕地撂荒的缓解作用将会逐步降低。
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如下政策启示:由于受制于农户家庭劳动力结构、地区经济制度环境、地

理条件不同的影响,农户撂荒耕地实则是出于提升经济收益或是规避风险所做出的理性决策,遏
制耕地撂荒的关键在于降低农户耕地投入成本以及提供多元化的耕地收入方式。如果在走出农

村后,外出劳动力能够较好地利用外部环境中形成的社会资本优化家庭资源配置能力,耕地撂荒

行为则会得到有效缓解。因此,如何高效地利用外出务工过程中所积累的社会资本,并将其聚合

到农业农村发展中来,亟需各级政府着力构建未来的体制机制:一方面,政府部门应加强针对外

出劳动力的技术培训、就业辅导和职业培训,鼓励并引导有能力、有意愿的农村劳动力就近非农

转移,充分利用城市的溢出效应反哺农业。另一方面,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也是破解城乡

资源错配的重要抓手,对于外出务工劳动力的经济地位、信息搜寻、收入增长、契约签订、非正式

保障等方面都起到关键性作用。政府部门应促进外出务工劳动力的社会资本深化,鼓励其积极

参与到城市中各类社会组织的交流活动,将传统乡缘、血缘、地缘等闭合式网络与不同群体之间

关系网络相结合,引导社会资本由传统圈层结构向外延伸与拓展,以此提高家庭耕地资源利用效

率,有效抑制撂荒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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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griculturallandabandonmentisaland-usechangephenomenoninagriculturalproduction.Basedonthedata
fromthe2017ChinaFloatingPopulationDynamicMonitoringSurvey,thispaperexaminestheimpactofrurallaboron
farmlandabandonedfromtheperspectiveofsocialcapital.Theresearchshowsthattherurallaborforcegoingoutto
workcanalleviatetheoccurrenceofagriculturallandabandonment.Afterusingtheinstrumentalvariablestodealwith
theendogeneityproblem,theconclusionstillholds.Mechanismanalysisshowsthatsocialcapital,asaninformalsys-
tem,playsamediatingroleintheimpactofrurallaboronfarmlandabandoned.Theresultsofheterogeneityanalysis
showthatinthehigh-incomegroup,themitigatingeffectoflaborforceonfarmlandabandonedisgreater;butwiththe
increaseofthedistanceofmigrantworkers,themitigatingeffectonfarmlandabandonedwillgraduallydecrease.This
paperarguesthatunderthebackgroundofthecontinuousprecipitationofrurallaborforce,governmentdepartments
caneasetheoccurrenceofabandonedfarmlandbyorderlyguidingthetransferofrurallaborforcetonearbyplacesand
deepeningtheaccumulationofsocialcapitalofmigrant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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